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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国际条约的发展，《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31 条第 3 款第 2 项规定的“嗣后惯例”作为
缔约国对条约解释的共同理解的客观证据，在条约法解释实践中日益发挥作用。但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
对“嗣后惯例”的规定并不详尽。同时，如何使“嗣后惯例”正确发挥作用，而不产生条约非正式修正的效果，
进而影响条约的稳定性，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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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随着国际环境的不断变化，国际条约的数量迅

速扩大，条约所涉事项范围也不断扩展，国际条约

的发展因此面临诸多问题，因而条约解释规则需要

随之进行调整，以缓解条约的变动需求与稳定性需

求之间的冲突，在保证为缔约国实现条约目的提供

稳定环境的同时，使既存国际条约能够适应国际社

会的新形势和新需求，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得以存续

并维持其效力和作用。要达成这一目的，一个重要

途径就是使用非正式的方式重新解释条约。《维也

纳条约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 31

条第 3款第 2项规定的“嗣后惯例”就是其中一种。[1]

2016 年第 68 届国际法委员会报告指出，条约

的解释范围不一定是由固定的初始意图所决定的，

而是会受到后续发展情况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2]2018年 8月，国际法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

第 73 届会议二读通过《关于条约解释的嗣后协定

和嗣后实践的结论草案》（以下简称“《结论草案》”）。
[3] 由此可见，嗣后惯例作为缔约国对条约解释的共

同理解的客观证据，在新国际形势下得以发挥其自

身特点和功能的优势，在条约解释、国际司法裁判

等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然而，虽然《公约》第 31 条已对嗣后惯例进

行了明文规定，但相关规定过于简略，并未对其定

义及构成要件等重要内容进行明确规定；国际性法

院和法庭在裁决中的诸多适用嗣后惯例的实践，如

国际法院（ICJ）及其前身常设国际法院（PCIJ）、

国际海洋法法庭、欧洲人权法院的裁决，及世界贸

易组织专题小组及其上诉机构的报告等，在对嗣后

惯例的界定、所能发挥的作用等问题上也均具有较

大的差异性。可见，虽然“嗣后惯例”的适用本身

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随着条约问题不断发展，不

同司法机构在适用中出现了不同态度。因此，明确

“嗣后惯例”的内涵、特征，及其在条约解释中产

生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我国较早开始研究这一问题的赵维田和刘敬东

结合 1996 年“日本酒税案”，提出了“后续惯例”

和普通法系的“遵从先例”具有相似之处。近年来，

学者们的研究各有侧重，也存在一定分歧：张正认

为从实践与法理上来看，“条约被当事国嗣后惯行

修正”这一概念具有其合理性，不必将其完全摒弃；

不过，修正条约的“当事国嗣后惯行”须从严把握，

以确保条约的稳定性。师华指出，嗣后实践将会在

现阶段条约解释中发挥重要作用。吴卡将嗣后惯例

与演化解释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了其区别和联

系。刘雪红指出 WTO 的“加入议定书”不是“修改

了 WTO 协定的嗣后行为”。韩燕煦认为嗣后惯例是

条约解释的辅助手段，可以填补条约漏洞，但在某

些情况下可以起到修改条约的作用。冯寿波认为相

互矛盾的嗣后惯例会有不同的效力，这取决于条约

所涉的多边条约机构。

国外对嗣后惯例的研究起步较早，发展相对成

熟，不仅对《公约》第 31条第 3款进行了详细的评注，

也对国际性法庭的实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最新的

研究动态主要集中在嗣后惯例与条约修改的关系问

题等内容上。

三、嗣后惯例的概念

嗣后惯例（subsequent practice），有时又

被称为“嗣后惯行”、“嗣后实践”。

（一）国际法理论中“嗣后惯例”的定义

1. 《公约》中“嗣后惯例”的定义

《公约》第 31 条“解释之通则”第 3 款规定：

“应与上下文一并考虑者尚有：（乙）嗣后在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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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方面确定各当事国对条约解释之协定之任何惯

例……”这一定义将“agreement”译为“协定”，

易造成与第 1 项中“嗣后协定”的混淆；而且从字

面上来看，其似乎将“嗣后惯例”仅限于“协定”

这一种形式。

2. 《结论草案》中“嗣后惯例”的定义

依据《结论草案》结论 4，“…2. 嗣后实践作

为第 31 条第 3 款第 2 项之下作准的解释资料是指

条约缔结后确定各缔约方对条约的解释意思一致的

适用条约的行为。3. 嗣后实践作为第 32 条之下的

补充的解释资料是指条约缔结后一个或多个缔约方

适用条约的行为。”相较《公约》中的粗略规定，

《结论草案》不仅对嗣后惯例进行了更详细的定义，

还对其进行了分类，认为第 2 款（第 31 条第 3 款

之下的）是狭义上的“作准解释资料”而第 3款（第

32 条之下的）是广义上的“辅助解释资料”[4]。

但《 结 论 草 案》 中 译 本 中 对“subsequent 

practice”均采用了“嗣后实践”这一表述，其与《公

约》中的“嗣后惯例”可以完全等同吗？在这一问题

上，师华在综合了委员会的解释、WTO 日本酒税案的

上诉机构报告、国际法院等国际性审理组织的判决后

提出，嗣后实践存在狭义和广义的定义：狭义嗣后实

践为《公约》第 31 条第 3 款第 2 项所规定的缔约方

在条约成立后就其适用对条约解释达成合意的实践，

而广义嗣后实践为一个或多个缔约方就条约适用所

作的实践，且此实践并没有与其他缔约方达成协议；

狭义的嗣后实践为条约解释的有权解释，广义的嗣

后实践仅可以作为条约的补充解释。综上，嗣后惯例

应被认为属于国家嗣后实践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仅应

在发生条约解释冲突时发挥作用，如果将其译为“嗣

后实践”，则似乎扩大了“嗣后惯例”的外延。

3. 小结

《公约》与《结论草案》中的规定存在诸多区

别，而李浩培先生对《公约》第 31 条第 3 款第 2

项的翻译为：“确证该条约各当事国对该条约的解

释意思一致的该条约适用上的任何嗣后惯例”。结

合李浩培先生的观点来看，《公约》第 31 条对“嗣

后惯例”的界定应并不拘泥于“协定”这一种形式，

而应强调一种“合意”，即任何确定当事方对于条

约解释一致理解的实践或惯例，都属于“嗣后惯

例”——嗣后惯例是各缔约国在接受条约约束后，

采取的可以综合表达其对条约解释的共同理解的形

式各异的行为。

（二）嗣后惯例的构成要件

1. 嗣后惯例的适用主体

《公约》第 31 条并未明确“嗣后惯例”的适用

主体，但联系上下文可知其归属主体首先并主要包

括条约缔约国。缔约国既可以通过签订协定来解释

条约，也可以通过“嗣后惯例”来解释条约。[5]

在这一问题上，存在较多争议的是国际组织的

主体地位——解释国际组织基本文件是否可以运用

“嗣后惯例”？国际组织自身行为能否构成《公约》

中的“嗣后惯例”？对于第一个问题，《公约》第

5 条规定，“本公约适用于为一国际组织约章之任

何条约及在一国际组织内议定之任何条约，但对该

组织任何有关规则并无妨碍”。因此嗣后惯例作为

《公约》“解释之通则”中规定的条约解释方法，

自然可用于解释国际组织基本文件。国际法院在“关

于国家在武装冲突中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的咨询

意见中，在涉及世卫组织对《组织法》的解释时也

适用了《公约》第 31条第 3款第 2项中的嗣后惯例。
[6] 可见，解释国际组织基本文件时可以运用“嗣后

惯例”的解释方法。对于第二个问题，国际法院在

关于《政府间海事咨询组织海事安全委员会章程》

的咨询意见中提出，“此组织在执行基本文件时所

作实践是一种条约的解释方法”[7]。可见国际法院

认为国际组织的行为可以达到解释其基本文件的效

果。国际法委员会提出，国际组织的实践是解释该

组织基本文件的相关解释资料 [8]；《结论草案》结

论 12 也指出，“第 31 条第 3 款所指的缔约方嗣后

协定和嗣后实践或第 32 条所指的嗣后实践可以出

自国际组织适用其组成文书的实践，或体现在此类

实践中”。但同时，委员会也明确提出，国际组织

的实践并不是第 31 条第 3 款第 2 项所指的缔约方

自身的嗣后惯例。由此，国际组织并不构成《公约》

规定的“嗣后惯例”的归属主体。

2. 嗣后惯例的形式要件

对于嗣后惯例的外在形式，国际法委员会认为，

“达成合意的嗣后实践”不仅包括外向性的官方行

为、声明等，还包括国内的立法、行政和司法行为等；

不仅包括明示的官方声明，也包括默示同意。可见

其外在形式是可以多种多样的。《结论草案》还进

一步表明，嗣后惯例“并不一定是联合行为，（缔约）

各方有平行的行为即可”，而对于缔约国行为的“一

致性”问题，结论 9 条款指出其仅为增加嗣后惯例

解释性价值的因素。

3. 嗣后惯例的适用范围

（1）“嗣后惯例”与“嗣后协定”的区别

《结论草案》在评注中提出，这两个概念的区

别在于“嗣后协定”自动具有作准解释资料的作用，



理论广角

魅力中国 2022.06214

“嗣后惯例”只在其不同内容联系在一起能够表明

缔约方对条约用语意义的“共同理解”时才具有这

种效果。因此，嗣后协定必须由缔约方在一次有意

的共同行动或承诺中达成，以表明他们对条约解释

或条约规定适用的共同理解；而嗣后惯例则囊括了

缔约方所有形式的相关嗣后行为，以帮助确定缔约

方在条约解释方面的一致性或“共同理解”。

（2）“嗣后惯例”与“第 32 条下的嗣后实践”

的区别

《结论草案》指出，实践中，普遍存在将两者

模糊甚至混淆适用的情况，也确实存在不符合第 31

条第 3 款第 2 项的所有标准但符合第 32 条范围的

嗣后实践，这种嗣后实践虽然并未确定所有缔约方

的一致意见，但可以作为条约解释的辅助解释资料。

四、嗣后惯例的条约解释方式

（一）解释缔约时条约用语含义

通常在案件论证过程中，国际性法院和法庭首

先确定条约用语的“通常含义”。在大多数情况下，

嗣后惯例稍后才会进入论证阶段，届时法院或法庭

会问及此类嗣后惯例是否确认或改变通过最初的文

本解释（或通过其他解释资料）达到的初步成果。[9]

因此，嗣后惯例往往通过与《公约》解释通则中的

其他解释资料相互作用，辅助澄清条约用语的含义。

而这些解释资料中，最重要的是条约用语的“通常

意义”，“上下文”和条约的“目的和宗旨”。

嗣后惯例可被援引以确定条约用语的“通常意

义”，如国际法院在“核武器咨询意见”案中指出，

“根据国家惯例，‘毒物或有毒武器’在通常意义

上被理解为其主要效果、甚至唯一效果，是使人中

毒或窒息的武器”，因此法院得出结论：“这一惯

例很清楚，这些文书的缔约国没有将该词理解为核

武器。”嗣后惯例也可通过结合“上下文”，来帮

助在术语的多种含义中确定缔约时缔约方的真正意

思，如国际法院在处理“海事协商组织的咨询意见”

案时，需要确定《国际海事组织公约》第 28条中“最

大船主国”的含义，法院通过参照该公约上下文中

其他条款下的嗣后惯例指出，“鉴于执行《国际海

事组织公约》的各项条款的实践，都是基于登记吨

位……法院因此认为，在起草第 28 条时，不太可

能考虑以登记吨位以外的其他标准来确定最大船主

国”。嗣后惯例还可被参照用以说明条约目的和宗

旨，如“丹麦诉挪威”案中，国际法院援引缔约国

的嗣后惯例和执行情况来澄清了关于大陆架划界的

双边协定的目的和宗旨。

（二）推定演变后条约用语含义

《结论草案》结论 8 提出，嗣后惯例可协助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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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缔约方在缔约时的推定意图是不是赋予用语能够

随时间演变的含义。因此，可以通过嗣后惯例获得

缔约国的“推定意图”，这种解释方式又被称为“演

变解释”，在这方面欧洲人权法院是典型的代表。

五、嗣后惯例对条约解释的影响及地位

（一）嗣后惯例可能影响条约的解释范围

嗣后惯例可能导致某个条约用语的含义缩小或

变得更宽泛，不同形式的嗣后惯例甚至可能导致对

同一条约中的某些用语作出狭义解释，而对另一些

用语作出广义解释。《结论草案》中，委员会认为，

“澄清条约用语的含义”，或许还意味着“表明条

约赋予各国的自由裁量权的特定范围”。

（二）嗣后惯例可能导致条约的非正式修正

缔约方能否通过嗣后惯例来修正或修改条约这

一问题，国际社会一直以来都存在很大争议。委员

会在 1966年的《公约》条款草案中拟定了“一个条约，

可以由于该条约适用上的嗣后惯行确定各当事国同

意改变其规定，而被修改”这一条款，在维也纳条

约法会议上引起了重大争论，最终被彻底从草案文

本中删除。然而，对这一条款的否决是否意味着彻

底排除了缔约国通过嗣后惯例修改条约的可能性？

有许多学者指出“谈判国只是不想在 1969 年 VCLT

中讨论该问题，而按照习惯法的一般规则，确定缔

约方对修改条约达成一致的嗣后惯例的确可以修改

条约。”虽然学术界认可嗣后惯例修正条约的作用，

但在实践中，自 1969 年《公约》通过以来，国际

性法院和法庭却通常避免予以承认，例如，国际法

院在涉及这一问题的“隆端寺案”“纳米比亚案”“喀

麦隆与尼日利亚之间陆地海洋边界案”“隔离墙案”

中均表现出模糊态度，并未明确确认“条约被当事

国嗣后惯例修正”，而只是得出了诸如“与条约案

文的通常含义不太一致，但是与确认的缔约方实践

相一致的解释”等模糊的结论。因此，如何既考虑

嗣后惯例的作用，又避免造成条约的非正式修正，

冲击条约本身的稳定性，是一个仍待解决的问题。

（三）嗣后惯例在条约解释中的地位

国际法委员会在 1966 年对《公约》条款草案

进行评注时指出：嗣后惯例在条约适用中，作为解

释的一个因素，其重要性显而易见，因为其构成缔

约国对条约含义之理解的客观证据。《结论草案》

将嗣后惯例定性为“作准的”解释资料，并承认通

过嗣后惯例所表现出的作为条约基础的缔约国的共

同意愿在确定条约意义方面具有特定的权威性，甚

至在条约缔结之后也是如此。但需要注意的是，条

约的解释是一个“单一的综合行动”，在第 31 条

所指的各种解释资料中，没有等级之分。因此，应

当认为，即使嗣后惯例在某一条约解释中具有重要

作用，其作用也不一定是决定性的。可见，嗣后惯

例本身并不是一种特殊的条约解释方法，而仅是一

种条约解释资料。其在条约解释中虽然重要但并不

具有决定性作用。

六、结论

在《结论草案》中，无论是对嗣后惯例的定义、

分类，还是对演变解释的可能性作用，都呈现出一

种宽泛的倾向。然而，正如中国所一贯主张的，在

适用嗣后惯例进行条约解释活动时应坚持善意解释

原则与条约必守原则，从而在缔约国实践与条约约

文相冲突时发挥其灵活的解释作用；同时，应严格

把握嗣后惯例的适用标准，使嗣后惯例只用于条约

解释，而不会产生非正式性修改条约的后果。至于

《结论草案》会对今后嗣后惯例的解释实践产生怎

样的影响，还需要日后继续进行观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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